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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9−2007 年装备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 PSM 方法、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和动

态 OP 分解法对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间关系及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补贴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小于非补贴企业；补贴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自身成长，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

和纯技术效率贡献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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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的飞

速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装备制造业作为制造

业的核心构成部门，其各项指标均占全国工业很大比

重，从 2000 年到 2014 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总资

产从 32 482.01 亿元上升到 293 008.5 亿元，所占工业

总比例从 25.74%上升到 30.62%，企业总数量在这十

几年也实现了飞速增长，从 4.5 万家增加到 12 万家，

比例从 27.71%上升到 32.46%①，并且生产率也在不断

攀升[1]。为鼓励装备制造业高起点引进新工艺，提高

技术创新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如《中国制造 2025》《装备制造业标准化

和质量提升规划》《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2016 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

各类文件明确指出，要引导财政资金重点投入智能制

造产业，鼓励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创新，提高整个产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补贴作为重要产业政策之一，近年来政府不断加

大对装备制造业的补贴力度，以激励其加快结构调整、

技术升级的步伐。以广东省为例，2016 年，该省将工

业与信息化专项基金 3.6 亿元划拨到各市，深圳市从

2014 年起就开始大力资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产

业，每年补贴高达 5 亿元，连续 7 年，直至 2020 年。

东莞从 2014—2016 年，连续 3 年安排 2 亿元预算，投

入智能装备产业，期望利用机器人替代危险性大、枯

燥、时间密集类工作的工人②。然而，在装备制造业受

到巨额补贴下，一些问题也不断涌现，例如用补贴扭

亏为盈、重复创新、产能过剩等，进而导致补贴资源

严重浪费[2−3]。 

那么，作为曾被视为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的补贴政策，现如今是否依旧能够起到促进

装备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呢？一些学者持赞同的

观点，如 Esteban-Pretel 和 Sawada、Decramer 和 

Vanormelingen、Cin 等，他们通过研究发现，补贴对

战后日本农业、佛兰德斯中小企业、韩国制造业中小

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均起到了促进作用[4−6]。另一些学者

持反对的观点，认为补贴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生产率的

提高，如罗雨泽、Díaz 和 Franjo、Gustafsson、Catozzella

和 Vivarelli 等，他们发现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西

班牙房地产业、瑞典和意大利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无

显著影响，甚至有负向作用[7−10]。 

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补贴的一些副作用已渐渐涌

现出来，主要表现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市场竞

争力弱、产能过剩等[2−3]。其主要原因是：①补贴在促

进研发投入的同时，具有替代与挤出效应。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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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能利用补贴作为自己的全部研究经费，而自己

在创新项目上不做任何投入；另一方面，补贴可能带

动投入要素需求上升，价格提高，面对高价的生产要

素，一些企业可能会放弃研发，进而对企业生产率的

提高不起促进作用[11]。②补贴可能导致资源误置。在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已不再仅仅依靠资源消耗来

带动，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将会更多地依靠资源配置来

实现。然而，由于市场失灵与中国现有情况的存在往

往会导致政府将补贴错配，导致资源误置，进而抑制

生产率增长。例如，中国政府的官员晋升机制、腐败

滋生出的“寻补贴”及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事前逆向选

择与事后道德风险等[12−1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在学术界仍存在着较大争议，并且大多数研究并

未对静态的当期全要素生产率与动态的不同时期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区分。基于此，我们将使用   

1999—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用 ACF 法[14−15]

估算装备制造业企业静态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倾向匹

配得分法(PSM 法)比较补贴企业与非补贴企业的静态 

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并利用 Malmquist 指数分解方  

法[16−17]和动态 OP 分解法[18]对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动

态生产率进行分解，借此对补贴与静态和动态全要素

生产率的关系加以区分，进而更加细致地揭示补贴对

装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机制 

 

关于补贴对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通过先前文献研

究，我们得知补贴对静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

过研发投入和投资规模两个方面来实现[1]。而对于动

态的全要素生产率，由生产前沿面理论，我们可知其

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产出增长，一是技术进步变动

引起的整体生产力提高；二是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

制度变化及要素使用效率等技术效率变动引起的整体

生产力提高，这一项又可分解为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

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其中，研发投入增加促进技术进

步、投资规模变动提高规模效率，二者的影响渠道相

互重合且密不可分，因此，以免赘述，关于补贴对静

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动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我

们就不详细区分，只在后面实证部分分开测算并加以

验证。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三个角度揭示补贴是

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 

首先，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补贴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补贴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研发、自主创

新、技术进步，进而提高生产率水平。近年来，政府

不断加大对装备制造业的财政补贴，尤其是智能装备

制造，希望提高其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同时带动其他制

造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现有研究也表明，这些补贴不

仅能够降低新技术的固定成本，创新的外溢效应还能

够降低边际成本，进而提高生产率水平[19]。然而，政

府补贴同时存在着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会替代与挤

出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抑制技术进步，降低生产率

水平。具体来说，一是企业在获得政府的补贴时，出

于自身的某种目的，如扭转企业亏损、用于规模扩大

或者其他方面的投资等，将补贴用于研发投入以外的

项目，并未能够达到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企业生

产率的目的[20]；二是要素市场接收到补贴增加的信

号，或者过多的补贴进入到研发的要素市场，会导致

要素需求增加，成本提高，进而挤出研发投入[11]。由

此，可以看出补贴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确定，

进而能否提高生产率水平也有待考证。 

其次，从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揭

示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政府补贴起初是

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的。然而，补贴有时也并未能使

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

是由于政府对企业的信息掌握不完全，很难准确将补

贴资源分配给高效企业，政府往往会面临着事前逆向

选择与事后道德风险的双重问题[13]。二是面对着巨额

补贴带来的种种诱惑，企业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来争取

补贴，例如寻补贴[21]，严重地，这些手段可能滋生腐

败，对整个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三是政府间的横

向竞争可能导致政府将补贴给予生产率低下的装备制

造业企业[12−13]。地方官员处于任期及绩效的考虑，可

能会将补贴发给低效率的装备制造业企业，扭曲市场

选择机制，低效率企业不退出，高效率企业不进入，

导致资源优化配置无法实现。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补贴对企业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符号并

不确定，进而对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也不确定。 

最后，从纯技术效率的角度，探究补贴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目前，纯技术效率的概念仍然十

分模糊，先前研究大多根据数据包络分析图形入手，

将技术效率扣除规模效率的部分称之为纯技术效   

率[16−17][22]，本文也采取这种做法。具体地，纯技术效

率包括管理水平效率变动和要素有效使用率变动等。

从管理层面来看，一方面，补贴的注入与增加会使企

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来改善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带来的隐形补贴可能会通过企业

管理层对企业绩效带来不利影响。潘越等[23]对地方官

员变动与企业高管变更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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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连带更替会导致制造业经济绩效降低，但会提

高房地产行业的绩效。要素有效使用率又可分为资本

利用率和劳动力利用率。白重恩、张琼[24]利用增长核

算法对生产率进行分解，用存货和就业参与率来衡量

要素使用率，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负向和

正向影响，但该研究并未考虑补贴作用下要素使用率

对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并不能判断补

贴对企业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进而也无法判断对

生产率的影响方向。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补贴对技术进步、

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

均不确定，因此，补贴对装备制造企业静态全要素生

产率的符号也不确定，进而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也有待明确。为了验证这两个问

题，接下来，我们将运用倾向评分匹配得分法和全要

素生产率分解技术加以检验。 

 

三、补贴与静态全要素生产率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实证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1999—2007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主要包含了全部国有以

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提供了企业基本信息、

财务状况等多种重要经济指标。由于本文研究主要基

于装备制造业企业，因此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

码》筛选出 7 大类装备制造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库，

借鉴聂辉华等[25]的研究，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

的调整：第一，由于 2003 年前后国有经济行业 4 分位

代码发生变化，我们对四分位数产业进行了统一整理；

第二，对不符合逻辑，总产值、就业人数、中间投入

等为负值的错误数据进行了删除；第三，由于计算全

要素生产率需要工业增加值数据，故应用间接计算法，

即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本年应交

增值税，工业总产值=产品销售额−期初存货+期末存

货，计算出 2004 年所缺数据；第四，以 1999 年为基

期，对样本数据进行平减。经过以上处理，数据的统

计特征见表 1，由于 ACF 法测量静态全要素生产率，

需要滞后变量，1999 年生产率数据消失，为了与后文

一致，故下面也只是列出了 2000—2007 年企业的补贴

状况。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从企业数目角度

来看，装备制造业受到补贴企业数目逐年增加，占企

业总数年均在 13%以上。第二，从补贴金额角度来看，

装备制造业企业受补贴总额巨大，但企业间受补贴金

额存在很大差距。具体来说，从 2000 年的 48.69 亿元，

增长到 2007 年的 204.35 亿元，增长了 3 倍之多；此

外，2000—2007 年，补贴中位数最小一年为 17 万元，

最大一年为 29 万元。以 2001 年为例，中位数数值表

明此年有 1 977 家企业受补贴超过 29 万元，再看这一

年的补贴均值为 146.61 万元，最大值为 12 693 万元，

这些数据都远大于中位数，说明有一些企业受补贴金

额巨大。因而，以上统计数据使我们相信装备制造业

的巨额补贴及企业间的补贴差距能够影响企业静态全

要素生产率。 

(二) 生产率测算 

目前，测量静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常用方法有半参

数法的 OP 法与 LP 法。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OP 法采

用投资作为代理变量[26]，而 LP 法采用中间投入作为

代理变量[27]，主要思想是用投资或中间投入作为生产

率的代理变量，进而解决生产要素与生产率的内生性

问题。LP 法优于 OP 法之处在于，中间投入可避免投

资变量为零而导致的大量数据截断问题，且调整成本

较小，故可以更好地反应生产率的变化，估计结果更

加准确。本文在测算静态生产率时，采用 Ackerberg

等[14−15] 的方法(简称 ACF 法)。相较于国内多数研究 

 

表 1  2000—2007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补贴状况统计 

年份 
企业总数 

(个) 

受补贴 

企业(个) 
补贴比例 

补贴总额 

(亿元) 

补贴均值 

(万元) 

补贴中位数 

(万元) 

补贴最大值 

(万元) 

2000 28 455 3 741 0.131 5 48.69 130.15 25 13 066 

2001 29 781 3 954 0.132 8 57.97 146.61 29 12 693 

2002 36 542 5 365 0.146 8 69.93 130.35 25 14 175 

2003 38 665 6 294 0.162 8 94.79 150.60 24 28 099 

2004 38 335 7 497 0.195 6 105.41 140.60 18 68 233 

2005 66 422 10 263 0.154 5 140.31 136.71 17 56 892 

2006 71 641 11 121 0.155 2 175.02 157.38 20 60 000 

2007 82 147 12 218 0.148 7 204.35 167.25 21 9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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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 OP 和 LP 两种半参数估计方法，其优点在于：

指出资本投入的决策先于其他生产要素，在 LP 法用

中间投入做代理变量的基础上，将劳动投入引入中间

投入函数，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准确。 

本文使用 ACF 法测算了 2000—2007 年装备制造

业每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受篇幅限制，本文只列

出各年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及第 1、2、3

四分位上的数值，见表 2。 

从表 2 我们可以发现，除 2000 年外，其余各年的

平均静态生产率均为补贴企业大于非补贴企业，为了

进一步比较两类企业静态生产率差异，我们还给出了

其在第 25、50、75 百分位上的数值，结果发现，同样

地，除 2000 年外，各年各分位补贴企业的生产率均大

于非补贴企业。由此发现，从描述性统计分布特征看，

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的静态生产率大于非补贴企业。

对于 2000 年补贴企业静态全要素生产率小于非补贴

企业，这可能是由于 1998 年 1 月到 1999 年 12 月，我

国连续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虽然未补贴企业没有受

到直接的财政补贴，但是出口退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对

其间接补贴作用不容小觑，这可能导致未补贴企业有

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研发与规模扩建上，进而使

其静态全要素生产率高于补贴企业。此外，本文还计

算了不同细分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补贴企业

与非补贴企业的静态生产率，与不同年份所得结果基

本一致，在此就不加以赘述。 

(三) 倾向匹配得分法 

倾向匹配得分法的基本思想就是找到一组非补贴

企业作为控制组，这组企业，除了是否补贴与对应的

补贴企业处理组有区别外，能够影响企业静态全要素

生产率的其他因素均与补贴企业相同，这样做的目的

是便于只考虑补贴对企业静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具体来说，企业在接受补贴 

前的特征变量如下式： 

, , , , ,Pr( ) Pr( 1| ) ( | )i t i t i t i t i tX S X E S X        (1) 

式中，Si,t=1 表示企业接受补贴，此时为处理组，

取零时为控制组，Xi,t为影响企业获得补贴的因素或匹

配变量。根据 Syverson[28]的研究及数据的可获性，本

文选取的匹配变量为：企业所有制 Ownership、资产

负债率 Leverage、公司规模 lnsize、职工人数 lnl、企

业年龄 lnage、劳动力质量 lnwage、税收 lntax。其中，

企业所有制为企业的国家资本金与实收资本的比值，

资产负债率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重，公司规模为总

资产的对数，职工人数为企业从业人数的对数，企业

年龄为观测年度与成立时间之差再取对数，劳动力质

量为企业职工薪酬的对数，税收为企业增值税的对数。

Pr(Si,t=1|Xi,t)是企业接受补贴的概率，可作为倾向指数，

本文使用 logit 命令计算倾向得分。 

匹配过程中，还需满足共同性假设与平衡性假设。

所谓共同性假设，是指处理组与控制组有相同的倾向

指数范围，而平衡性假设指两组中匹配变量是没有差

异的，经检验满足平衡性假设。由于篇幅限制，本文

没有将平衡性检验结果列在正文中，如有需要可向作

者索取。 

匹配成功后，可计算补贴企业与非补贴企业的生

产率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1 0
, , ,( | 1)i t i t i tdiff E Omega Omega S     

1 0
, , , ,( | 1) ( | 1)i t i t i t i tE Omega S E Omega S     (2) 

式中， 0
, ,( | 1)i t i tE Omega S  表示没有接受补贴时的静

态生产率，由于补贴企业已经接受补贴，在同一时期

无法观测到其不接受补贴的效果，故用可观测到的
0
, ,( | 0)i t i tE Omega S  代替 0

, ,( | 1)i t i tE Omega S  。 

 
表 2  2000—2007 年补贴企业与未补贴企业静态全要素生产率对比 

年份 
补贴企业  未补贴企业 

平均值 Q1 Q2 Q3  平均值 Q1 Q2 Q3 

2000 3.655 5 3.192 5 3.669 4 4.118 9  3.677 7 3.204 2 3.686 8 4.160 2 

2001 3.868 7 3.410 3 3.849 5 4.344 5  3.823 7 3.359 6 3.830 3 4.295 3 

2002 4.061 9 3.603 0 4.046 6 4.495 5  3.974 3 3.535 1 3.968 6 4.422 7 

2003 4.174 8 3.737 2 4.147 6 4.610 6  4.088 2 3.658 4 4.076 8 4.521 4 

2004 4.255 7 3.833 6 4.214 9 4.648 8  4.158 0 3.741 8 4.122 4 4.554 1 

2005 4.383 8 3.957 6 4.340 9 4.767 7  4.302 4 3.886 9 4.261 8 4.684 2 

2006 4.552 5 4.112 8 4.507 2 4.950 5  4.462 0 4.025 3 4.417 8 4.862 2 

2007 4.689 6 4.244 2 4.645 7 5.093 4  4.632 4 4.187 0 4.587 3 5.040 4 

注：Q1、Q2、Q3 分别表示第 1、2、3 四分位，即第 25、50 和 75 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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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补贴对装备制造业企业静态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我们分别对装备制造业不同年份、不同细

分行业、不同所有制及不同地区进行了倾向匹配得分

法估计，由于篇幅限制，正文只列出了不同年份结果，

见表 3。从不同年份的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与非补贴

企业静态生产率差异可以看出，倾向评分匹配后的结

果与表 2 中结果不同，各年补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均小于非补贴企业，说明处理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

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静态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细分行业、

不同所有制及不同地区的倾向评分匹配估计结果显

示，补贴企业的静态生产率大多小于非补贴企业，这

一结果与不同年份所得结论一致，进一步验证了补贴

降低了企业的静态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 

 

表 3  不同年份补贴企业与非补贴企业的 

平均静态全要素生产率差异 

年份 
均值 

观测值 补贴企业 非补贴企业 差异 

2000 28 455 3.655 5 3.755 7 −0.100 1 

2001 27 027 3.864 4 3.935 7 −0.071 3 

2002 32 947 4.049 6 4.091 3 −0.041 7 

2003 34 586 4.161 9 4.234 2 −0.072 3 

2004 34 326 4.236 9 4.291 0 −0.054 2 

2005 59 670 4.371 3 4.447 2 −0.076 0 

2006 64 741 4.539 8 4.626 8 −0.087 0 

2007 74 548 4.680 0 4.774 5 −0.094 6 

 

四、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 

 

(一) 生产率分解方法 

上述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表明，补贴企业的静

态全要素生产率低于非补贴企业。这一部分我们将探

究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进一步揭示补

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第二部分理论

机制，我们知道补贴主要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或资

源配置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三个方面影响全要素生产

率，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可以很好地展现这一机制

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分解方法的规模效率(或资源配

置效率)并没有考虑企业进入与退出这一资源再次配

置在补贴作用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因此，我

们除了使用 Malmquist 指数分解方法外，还基于第一

部分的静态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动态 OP 分解方法对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分解③，更加细致全面地揭

示补贴企业的生产率变动机制。 

(二) 生产率分解结果分析 

我们通过对装备制造业企业进行倾向匹配得分估

计，得出补贴企业的静态全要素生产率低于非补贴企

业。为了进一步探究补贴企业生产率低下的原因，我

们对补贴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率进行 Malmquist 指数分

解和动态 OP 分解 ,其中 Malmquist 指数分解由

MaxDEA 软件测得，结果如表 4 所示。首先，以 2000

—2007 年为例，Malmquist 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技术

进步的贡献份额为 164.2%，规模效率的贡献份额为

−15.8%，纯技术效率的贡献份额为−48.4%，说明技术

进步是中国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主要来源。其次，动态 OP 分解结果显示，中国装备

制造业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为企业

自身成长，同样以 2000—2007 年增长情况为例，企业

自身成长的贡献度为 93.1%，企业间配置效率贡献度

为−8.6%，净进入贡献度为 15.5%。可以看出，无论是

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的规模效率，还是动态 OP 分解

法的资源配置效率，贡献度均为负，这一结果说明中

国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间配置效率较低，若将净进入

效应看作资源的第二次再配置，动态 OP 分解法的资

源配置贡献度也仅为 6.9%，这一结论说明，补贴这只

看得见的手，扭曲了企业间的资源配置，限制了高效

率企业的进入与扩张，纵容了低效率企业的进入与生

存。 

表4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2000—2007年装备制造

业在补贴下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来源。为了能够更直

观地观察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

动态演化过程，图 1 列出了 Malmquist 指数分解方法

和动态 OP 分解方法的分年度分解结果。左图为

Malmquist 指数分解方法以 2000 年为基年的各分解部

分贡献份额，右图为动态 OP 分解法以 2000 年为基年

的各分解部分贡献份额。从图中可以看出，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2001—2007 年，技术进步贡献

份额与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份额已经渐渐拉近，但

是后两者依然处于横坐标下方，说明补贴的规模效率

(或资源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由于测算原理的不同，右图中动态 OP 分解方法所展

示的资源配置效率呈现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

2007 年低于 2001 年，无论怎样，企业间资源配置效

率仍是低于企业自身成长的，与 Malmquist 指数分解

方法一样，补贴时应该更加注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滑，政府开始提倡

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效率提升尤其是资源配置效率的

提升是供给侧促进生产率上升的重要方面。然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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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 2000 年为基年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结果 

年份 
Malmquist 指数分解  动态 OP 分解 

总增长 PEC SEC TC  总增长 组内 组间 净进入 

2000—2001 0.005 0 −0.012 9 −0.013 2 0.031 0  0.253 5 0.110 3 0.102 8 0.040 4 

2000—2002 0.009 6 −0.026 9 −0.012 0 0.048 5  0.540 5 0.222 7 −0.072 5 0.390 2 

2000—2003 0.011 5 −0.027 6 −0.009 3 0.048 4  0.407 3 0.324 8 −0.050 5 0.133 

2000—2004 0.018 6 −0.071 6 0.015 2 0.075 0  0.341 3 0.385 0 −0.015 2 −0.028 5 

2000—2005 0.044 3 −0.026 0 0.002 8 0.067 5  0.536 9 0.554 7 −0.062 8 0.045 1 

2000—2006 0.089 2 −0.048 0 0.000 1 0.137 1  0.823 4 0.761 8 −0.080 0 0.141 6 

2000—2007 0.071 7 −0.034 7 −0.011 3 0.117 7  0.988 2 0.920 1 −0.084 6 0.152 7 

注：PEC 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动；SEC 表示规模效率变动；TC 表示技术进步变动；组内表示在位企业生产率均值变化；组间表示在位企业资源配置效

率变化；净进入表示进入企业生产率变化与退出企业生产率变化加总 

 

 

图 1  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和动态 OP 分解法各分解部分份额 

 

贴等一些产业政策的作用仍然在于通过加大研发投入

来促进技术进步，这种提升方式并没有充分发挥企业

间资源的有效分配，而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增加政府

的财政负担，当政府无法承担过多的负荷时，中国的

经济增长又该如何来提升。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一

段时间，政府应该将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注重产业

政策的效率提升作用，释放经济增长的效率改进空间，

这样也更加有助于中国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消耗

型产业升级。 

(三) 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分解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这一指标将企业分为国有、集体、私营、港澳台和外

资五类企业，其中，登记注册类型代码为 110 的为国

有企业，120 的为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的注册代码为

170−174，港澳台企业为 200、210、220、230、240，

外资企业为 300、310、320、330、340。表 5 显示的

是 2000-2007年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和动态OP分解

法结果。 

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第

一，Malmquist 指数分解方法和动态 OP 分解方法得到

的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 2000-2007 年总的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有较大差异，这主要源于 Malmquist 指数分解

法技术进步部分和动态 OP 分解法自身成长部分的不

同，后者远大于前者，这可能是因为动态 OP 法的自

身成长除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还有其他自身

因素的原因。第二，整体来看，国有企业 Malmquist

指数法测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仅大于港澳台企业，

2000—2007 年仅增长了 9.12%。进一步地，Malmquist

指数分解表明不同所有制补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大多依赖于企业的技术进步。然而，国有补贴企业

生产率增长份额顺序为：纯技术效率(232.1%)>技术进

步效率(−2.4%)>规模效率(−134.4%)，并且不同所有制

企业规模效率大小依次为：外资、集体、港澳台、私

营、国有，这说明与其他企业不同，国有受补贴企业

的生产率增长并非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或资

源配置效率)，而是来源于纯技术效率，且其规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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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0-2007 年不同所有制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结果 

所有制 
Malmquist 指数分解  动态 OP 分解 

总增长 PEC SEC TC  总增长 组内 组间 净进入 

国有 0.091 2 0.211 7 −0.122 6 0.002 2  1.019 8 1.135 2 0.110 2 −0.225 6 

集体 0.215 6 −0.097 2 0.008 1 0.304 7  0.741 4 0.750 0 0.087 2 −0.095 8 

私营 0.154 3 −0.101 2 −0.037 5 0.292 9  0.371 1 0.597 4 −0.129 8 −0.096 5 

港澳台 −0.146 4 −0.259 6 −0.029 8 0.143 0  0.934 3 0.701 4 −0.175 1 0.408 1 

外资 0.174 4 −0.003 3 0.002 6 0.175 1  0.719 2 0.838 5 −0.175 4 0.056 0 

注：PEC 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动；SEC 表示规模效率变动；TC 表示技术进步变动；组内表示在位企业生产率均值变化；组间表示在位企业资源配置效

率变化；净进入表示进入企业生产率变化与退出企业生产率变化加总 

 

 (或资源配置效率)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最低。这可能

是因为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一定联系，经常会受到各

种隐性补贴，诸如市场分割、通过金融补贴形成坏账、

维持垄断以获取垄断利润等形式[29−30]，因此，这种显

性的补贴对其研发创新的激励作用并不及其他所有制

企业，并且这些暗补可能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第

三，从动态 OP 分解方法，我们可以看出，补贴企业

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自身成长，且无论是否考虑

企业净进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动，国有企业的

资源配置效率所占份额在五种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均

不是最低的，这可能与自身成长不仅仅包括技术进步

这一变化有关。根据前面理论机制部分的分析，补贴

来源与技术进步有密切关系，因此，这里我们以

Malmquist 指数分解方法为基准。 

借鉴国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验，国有企业的改

革是重要手段之一，且对各国的经济向好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期间，国

有企业改革方向尤为重要。从我们的数据分析中可以

看出，在样本期间国有补贴企业生产率较其它类型企

业低，且国有补贴企业的技术进步效率与规模效率出

现了双低的局面，这与其它企业有所不同，进而说明

了补贴的技术进步作用与资源再配置并未在国有企业

内部起到促进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所以，接下来要想

阻止经济继续下滑，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重要方向，

政府应该更好地利用各种政策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进

步与配置效率提升。 

(四) 不同地区企业生产率分解结果分析 

由于地区异质性对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会产生影

响，我们将样本按照省份代码，把我国装备制造业分

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子区域，并对每组

子样本进行了生产率分解，如表 6 所示。从表 6 中，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无论是 Malmquist 指数分解方

法还是动态 OP 分解方法，各地区生产率增长顺序均

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这与我们的日常认知有

所不同，发达地区生产率水平反而没有更高。究其原

因，这可能由于所选取样本不同，我们所选取的样本

只包含受补贴企业，不受补贴企业不包含在内，而且

一些研究所说的生产率是当期生产率，而非生产率增

长。第二，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测得的各地区技术

进步效率所占份额均为最大，动态 OP 分解法测得的

自身成长贡献度也最高，这表明不同地区的补贴企业

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自身成长，这与我们

全样本和不同所有制子样本下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第三，包含与不包含企业进入退出的资源配置效率占

企业的动态生产率份额均小于技术进步与自身成长，

这也与前面结论一致。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受气候、环境、人文地

理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进而导致人们

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也有较大差距，这一差距若不

缩小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影响社会安定。政府的

各种区域政策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成效甚微。从数

据可以看出，东北和西部的规模效率最低，近年东北

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在全国垫底，政府应该试图运

用政策释放东北和西部的效率提升潜力，进而提升生

产率指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装备制造业的整理与筛选，运用 ACF 法测算了每家企

业的静态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估计补

贴企业与非补贴企业的静态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并进

一步运用 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和动态 OP 分解法将

补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来探究补

贴对装备制造业企业当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装备

制造业补贴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源泉。 

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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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0—2007 年不同地区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结果 

地区 
Mamlquist 指数分解  动态 OP 分解 

总增长 PEC SEC TC  总增长 组内 组间 净进入 

东部 0.074 0 −0.034 2 −0.007 9 0.116 1  0.908 4 0.838 3 −0.110 3 0.180 3 

中部 0.222 1 −0.196 3 0.043 6 0.374 7  1.189 8 1.198 4 −0.104 2 0.095 6 

西部 0.083 6 −0.086 6 −0.052 3 0.222 5  1.129 5 1.173 8 −0.016 2 −0.028 1 

东北 0.268 8 0.064 2 −0.090 6 0.295 2  1.237 8 1.156 4 −0.054 4 0.135 7 

注：PEC 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动；SEC 表示规模效率变动；TC 表示技术进步变动；组内表示在位企业生产率均值变化；组间表示在位企业资源配置效

率变化；净进入表示进入企业生产率变化与退出企业生产率变化加总 

 

PSM 方法估计，控制其他影响条件，发现补贴企业的

平均静态全要素生产率小于非补贴企业，而且这种现

象普遍存在于各细分行业、所有制、地区间。第二，

从整个装备制造补贴企业来看，以 2000 年为基年各年

的生产率增长分解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企业技术进步和自身成

长，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所起作

用较小。第三，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结果发现，受补贴的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港澳台企

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自

身成长，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占

生产率增长份额较小，这一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此

外，国有补贴企业出现了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或资源

配置效率)双低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经常受

到暗补，显性补贴对其生产率增长反而不能起到激励

作用。第四，按地区细分后，东部、中部、西部、东

北各地区的受补贴企业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

步和自身成长，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和纯技术

效率贡献度较低，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已然过去，

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供给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

动作用日益显现。装备制造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战略性

产业，其生产率增长在这一时期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结合经济新常态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本文认为，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应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

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装备制造业作为

研发成本高、技术含量大、生产周期长的产业，资本

与劳动要素投入、内外部投资及政府补贴对其长远发

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技术创新与突破是保证其市

场地位的决定性力量。没有创新，就没有市场，更没

有消费群体，即使有补贴支撑可以维持生产，最终的

结果，我们已看到，只能是产能过剩。因此，在经济

新常态时期，装备制造业更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依

靠创新驱动长期发展，提高生产率水平。第二，以公

平促效率，以法治保公平。中国的两位数经济增长时

期已经结束，在新的时期，我们应先营造良好的体制

与制度环境，保障企业间的公平竞争，进而促进企业

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装备制造业而言，公平的竞争环

境可以增加补贴可获性、减少技术创新阻碍、实现资

源合理流动，进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具体表现为，适当

减少政府干预及对企业的不合理补贴，让市场资源在

企业间自发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大高效率企

业进入市场与扩大规模的信心，促进装备制造业整体

生产率提高。 

 

注释：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0—2014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②   资料来源：机器人补贴乱象调查，地方大跃进拉响过热警报，

人民网，2016 年 5 月 1 日，详见 http://finance.people.com.cn/ 

n1/2016/0501/c1004-28317859.html。 

③   动态 OP 法分解公式为： 2 2 2+ (
OP

E S S E Es        

2 1 1 1) ( )S X S Xs     ，等式右边四项分别表示为：在位企

业生产率均值变化、在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入企业生产

率变化与退出企业生产率变化，限于篇幅限制，没有在正文

中给出详细推导过程，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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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Chines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IU Wei-jiang, LV Zhuo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es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1999 to 2007, and using the 

method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almquist index productivity decomposition and dynamic Olley-Pakes 

productivity decomposition, the present essa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id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the growth sourc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subsidy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subsidy enterprises is less than non-subsidy enterprises, that th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of subsidy 

enterprises mainly depend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elf-growth, and that scale efficiency (or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ontribute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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